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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导向是企业价值增值，实现增长的战略选择。本文以机会获取为中介变
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旨在揭示高层管理
者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基于 210 家成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高层
管理者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有正向影响，机会获取在高层管理者商业关
系、政治关系与创业导向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高层管理者商业关
系、政治关系对企业机会获取的直接效应，从而弱化了其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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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强音引领下，创业、创新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中保持竞争活
力的源泉。创业导向作为促进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到了战略管理和创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型企业呈现出更高的销售增长率，利润率和更强的创新收益［1］［2］。创业导向
为企业发展带来多方面的优势，因此学者们对促进创业导向形成的因素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3］。
高阶理论认为企业战略选择是高层管理者个性和行为的反映，高层管理者作为公司的主要决策
者在企业中拥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4］，因此从多视角分析影响高层管理者决策行为的要素是
理解创业导向形成的重要一步。考虑到高层管理者的决策是建立在企业内外部约束条件的辨识之
上，有研究证实高层管理者的外部社会资本能影响企业战略导向选择［3］，而高层管理者关系作为
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鲜有研究直接探讨高层管理者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高层管理
者关系是高管与外部组织间交互的跨边界行为［5］，是企业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系的桥梁。在中国转
型经济背景下，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使得企业内部资源不足以支撑新事业的开拓，关系型
社会背景使得高层管理者关系在企业发展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层管理者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
信息和资源支持，帮助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和模糊性［6］，而高层管理者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创业
导向的形成却依旧没有得到解释。
认知基础观主张管理者认知行为贯穿整个战略管理过程，认知差异决定企业行为差异。高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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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关系是高管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影响其对资源和机会价值的判断。创业活动是基于有价值的
创业机会的发现和利用［7］。高管对资源价值持有不同的认知态度决定了企业创业行为的产生。机
会获取是组织对机会的追求和快速响应，并利用机会来实现增长的能力［8］。机会识别和捕捉是机
会获取的重要过程，高管关系带来的信息和资源会影响管理者对机会的识别和捕捉，因此从机会获
取视角剖析高层管理者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是对探讨创业导向前因的有利补充。高层管理者
价值认知具有变化性和情境依赖性［9］。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转型经济社会的重要外部环境特征，会
限制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管理决策。信息不对称性和机会吸引力大小会左右高层管理者对机会的判
断。因此，需要揭示在环境不确定下，高层管理者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更多聚焦
在初创企业的创业行为研究上。创业型企业并不等同于初创企业。企业只有通过发现和利用机会，
实现公司创业活动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复杂的环境使得管理者协调创业活动与现有业务的难
度增大［10］。成熟企业在维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同时对待机会更具选择性，为了更全面剖析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企业的创业导向的形成机理，本研究关注现有文献较少聚焦的成熟企业的创业导向形成机理。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剖析高层管理者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考虑到创业本质上是企业家
对机会的识别和利用［11］，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因此本研究构建了以
机会获取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并运用 210 家成熟企业
的数据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 一) 概念界定
1． 高层管理者关系
高层管理者关系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建立和维护的私人关系［6］。Peng 和 luo
将管理者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其他企业之间建立的商业关系，另一类是与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
关系［6］。现有研究发现管理者关系能改变企业绩效［12］，影响企业信息分享［13］、机会获取能力［14］
等，而高层管理者关系是否会影响企业战略导向的形成却未得到充分解释。本研究聚焦能促进创业
活动产生的企业创业导向，探寻高层管理者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机理。
2． 创业导向
创业导向的内涵源于创业型企业。Miller( 1983) 认为创业型企业是致力于产品—市场创新和风
险事业创建并通过超前行动来击败对手的企业，包含创新性、超前行动性、风险承担性三个维度。
现有研究剖析了高管性格特质、任期、社会资本等对创业导向的影响，而高管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
响却鲜有学者关注，本研究尝试探究高管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机理。
3． 机会获取
Eckhardt和 Shane( 2003) 认为机会是通过新的方式，为达成新目标而形成新的产品、服务、原
材料、市场和组织行为的状态。机会是他人不知或他人未加以利用的获利可能［15］。机会获取是组
织对机会的追求和快速响应，并利用机会来实现增长的能力［8］。Shane( 2000) 认为信息不对称性是
发现机会的关键，对机会的不同反应是创业者之间差异的显著体现。为进一步明晰创业导向形成机
制，本研究尝试从机会获取视角来揭示高管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
4． 环境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指管理者由于缺乏信息或能力，对组织所处环境或对未来技术和市场变化感到无
法预测的一种状态［16］。本研究中的环境不确定性是高管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感知。Miller( 2011) 认为
具体的研究情境更有利于分析创业导向的影响因素。高管的价值认知具有变化性和情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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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2］，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高管对机会的判断和捕捉，因此，本研究以环境不确定性作为高管关
系对企业创业导向影响机制的情境变量。
( 二) 假设提出
1． 高层管理者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
中国是关系型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环境不确定、资源受限、信息模糊使得“关系”的重要性尤
为凸显。商业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重要市场资源和市场机会。Li等( 2009) 认为与商业伙伴的关系有利
于促进知识转移，信息分享和资源交换，有利于创新。高管通过商业关系所获得的信息和资源是外界
的反馈，能帮助管理者更准确、全面地预测市场环境和风险活动收益，提升高管控制和防范风险的意
识［17］。Geletkanycz和 Hambrick强调这些来自于高管私人关系的信息具有独占性［5］，有利于企业在先
于其他企业之前更好地识别、接近和利用新的机会［3］，为企业提供先于竞争者行动的契机。
Shi等( 2014) 强调市场制度的完善不会使政治关系快速 “贬值”，企业依旧可通过政治关系获
取管制信息和资源。政治关系为企业带来多元化知识，提供许多特权支持，能促进企业创新。高管
从政治关系中获取的最新政策信息帮助企业了解、适应游戏规则，提升高管决策信心，从而转变其
应对风险的态度。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借助政府整合新进入所需要的资源［11］，促进企业先动优势
的形成。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高管商业关系正向影响创业导向;
H2: 高管政治关系正向影响创业导向。
2． 机会获取的中介作用
管理者关系本身无法为企业带来任何收益，而是作为沟通渠道发挥其隐性沟通和资源获取作
用［18］。机会的发现是社会信息的分布函数，机会对于每个企业的清晰程度不同［19］，这种机会发现
的差异受到高管获取信息渠道的影响。高管关系为企业获得可靠信息提供了渠道，信息的广泛性和
可靠性会影响高管对机会的辨识。Baron( 2006) 认为拥有更广泛社会网络的创业者更能成功地抓住
机会，与其他组织间建立的关系增大了高管获取机会的可能性。
机会获取是组织对机会的追求和快速响应，并利用机会来实现增长的能力［8］，是企业边界的
不断扩展，每次新的尝试都是对未知区域的探索，从而积累稀缺资源或经验［20］。Eshima 和 Ander-
son( 2017) 认为创业导向潜在的价值创造取决于资源投入之前高管对机会的感知。高管自身经历所
形成的能力和认知模式影响机会识别［21］，高管在机会获取中积累的经验知识能够帮助管理者将外
部环境中的机会相关信息有效利用，进而影响高管识别更多新的机会。机会获取能力提升了企业把
握机会的可能性，提升高管风险承担的信心。机会获取能力的积累缩短了对机会的响应时间，使企
业能先于其他竞争对手采取行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机会获取在高管商业关系和创业导向间发挥中介作用;
H4: 机会获取在高管政治关系和创业导向间发挥中介作用。
3．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管理者认知是有限理性的，这种有限理性源于复杂环境下所获信息的有限性以及管理者自身对
信息认知能力的有限性［22］。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高管辨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高管需根据自己对
外部环境的主观判断来调整企业战略，配置企业资源［23］。管理者认知会影响企业对外部机会的把
握［24］。在环境较为稳定的情况下，高管能较为容易地判断信息和资源的价值。高管对信息和资源
掌握程度的感知，能增强高管承担风险的信心，因此更愿意捕捉机会。环境变化影响高管认知的变
化，进而引发企业战略行为的变化［23］。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环境复杂性越强，此时管理者认
知的有限性限制了管理者在某一时刻接触到的信息数量［25］，高管关系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源的时效
性、有效性会降低。环境复杂性干扰了高管对现有信息的判断，加大了验证和过滤信息的难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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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对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无法有效识别机会，往往会“以静制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 环境不确定性在高管商业关系和机会获取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H6: 环境不确定性在高管政治关系和机会获取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本研究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发挥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增强时，高管关系带来的信
息效应会降低，高管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会变模糊，从而影响高管对机会价值的认知效率和反应速
度。当高管感知到的风险水平增加时，会减少从事风险行为［26］。复杂的环境使得高管协调创业活
动与现有业务的难度增大［10］。企业的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资源分配比例和重心。Wales 等( 2011 )
认为企业是处于高创业导向和低创业导向的循环中，当保守型战略导向能为企业带来收益时，企业
会暂时放弃创业行为。与初创企业不同，成熟企业受到路径依赖和资源限制的影响，在创业过程中
需要将高管的注意力和组织资源从现有业务中转移到机会获取上。当高管感知到机会能改变企业的
竞争地位，同时不影响企业的生存时才愿意去获取机会［27］。而当外部环境不确定高时，企业现有业
务未来的发展受到挑战，高管此时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现有经营状态的维持。基于此，本研究认为:
H7: 高管商业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对创业导向的影响通过机会获取的中介作用而实现，
即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高管商业关系对机会获取的正向影响被削弱，从而削弱高管商业关系对创
业导向的正向作用;
H8: 高管政治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对创业导向的影响通过机会获取的中介作用而实现，
即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高管政治关系对机会获取的正向影响被削弱，从而削弱高管政治关系对创
业导向的正向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全球创业观察将成立在 42 个月以内的企业视为新创企业，本研究将成熟企业界定为成立时间
大于 42 个月的企业。本研究调研的样本企业成立时间以年份为单位，大于 42 个月的企业即成立时
间大于 3. 5 年，以整年为单位即成立时间大于等于 4 年的企业是本研究界定的成熟企业。本研究数
据来源: ( 1) 通过广东、浙江和江苏省的地方税务部门联系企业，请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发放问
卷 120 份，有效问卷 68 份; ( 2) 委托熟人关系与企业高层管理者联系，经其同意之后通过网络或
者邮寄的方式发放问卷，发放问卷 180 份，有效问卷 142 份。本研究调研对象主要包括企业的董事
长、高层管理人员和部门经理。调研的时间集中在 2016 年 4 月到 6 月。调研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广
东( 21. 905% ) ，北京 ( 16. 190% ) ，上海 ( 10. 952% ) ，山东 ( 7. 619% ) ，江苏 ( 6. 190% ) ，湖北
( 6. 190% ) ，浙江( 4. 286% ) ，四川( 5. 238% ) ，其余 21. 429%的企业来自福建、重庆、安徽、陕
西等省份。发放问卷共 300 份，回收问卷 227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0 份，有效回收率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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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借鉴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的成熟量表，再根据相关专
业人员的建议，使其措辞符合中国国情。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 1) 高管关系
的测量采用郭海等［28］的量表，包含 2 个维度: 商业关系( 6 题项) ，如 “我们采取实际行动与供应
商经理层建立良好的关系”; 政治关系( 3 题项) ，如 “我们确保与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
关系”。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两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良好: χ2 ( df = 26 ) = 34. 224，
GFI = 0. 964，NFI = 0. 951，TLI = 0. 983，CFI = 0. 985，RMSEA = 0. 039，且各维度因子载荷均高于
0. 6，表明高管关系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高管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
为 0. 841 和 0. 812，都高于 0. 7，说明高管关系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2 ) 机会获取采用的是
Li等［14］的 3 题项量表，如 “本公司重视对机会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本研究中，机会获取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745，表明该变量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 3 ) 创业导向采用了 Covin 和
Slevin提出的量表，包含 3 个维度: 创新( 3 题项) ，如 “本公司对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的重视程
度”; 风险承担( 3 题项) ，如“本公司选择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倾向”; 超前行动性( 3 题项) ，
如 “当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公司积极行动的程度”。二阶验证性因子检验结果显示三因子模型
与数据拟合程度良好: χ2 ( df = 24 ) = 26. 281，GFI = 0. 973，NFI = 0. 961，TLI = 0. 995，CFI =
0. 996，RMSEA = 0. 021，且各维度因子载荷均高于 0. 6，表明创业导向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动性以及创业导向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 760、0. 739、0. 743 和
0. 864，表明创业导向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4) 环境不确定性采用的是杨卓尔等［29］的 5 题
项量表，如“市场上现有产品的过时速度越来越快”等。在本研究中，环境不确定性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53，表明该变量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为企业在职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按照企业成立年份到 2016 年
的年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所有制性质，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转化为两个虚拟变量表示，外资企业
作为参考类别。行业类型，将制造业用 1 表示，服务业用 0 表示。
四、实证分析
( 一) 同源偏差分析
实际调研中，在所有问题均由同一填写者填写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同源偏差的问题。数据收回
后运用 Harman单因子检测来评估同源偏差的影响。将所有题项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未经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的解释变异量为 28. 492%，未占多数，因此同源偏差问题在本
研究中并不严重。
( 二) 效度分析
本研究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如下: ( 1) 聚合效度。凭借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和组合信度
( CR) 来检验。见表 1，各主要变量的 AVE 值均大于阈值 0. 5; 组合信度 CR 在 0. 859 和 0. 909 之
间，高于阈值 0. 7。( 2) 区分效度。比较潜变量 AVE的平方根与此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
小，若 AVE的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表明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如表 3 所示，每个变量 AVE 值的
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均满足区分效度的要求。为避免变量之间的
区分效度低而影响后续的研究结果，采用结构方程对关键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比了五因子
模型、四因子模型以及单因子模型。表 2 显示，五因子模型与数据吻合程度较好: ( χ2 ( 286 ) =
361. 367，GFI = 0. 896，NFI = 0. 871，CFI = 0. 964，TLI = 0. 959，RMSEA = 0. 036 ) ，显著地优于其
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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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 CR) 聚合效度( AVE)
商业关系 0. 841 0. 869 0. 603
政治关系 0. 812 0. 889 0. 728
机会获取 0. 745 0. 859 0. 669
创业导向 0. 864 0. 909 0. 510
环境不确定性 0. 853 0. 895 0. 632
表 2 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分析
模型 χ2 Df GFI NFI TL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361. 367 286 0. 896 0. 871 0. 959 0. 964 0. 036
四因子模型 a 561. 915 290 0. 825 0. 769 0. 855 0. 871 0. 067
四因子模型 b 503. 451 290 0. 829 0. 793 0. 886 0. 898 0. 059
四因子模型 c 538. 646 290 0. 830 0. 778 0. 867 0. 882 0. 064
四因子模型 d 409. 639 290 0. 868 0. 831 0. 936 0. 943 0. 044
四因子模型 e 532. 657 290 0. 820 0. 781 0. 871 0. 885 0. 063
四因子模型 f 637. 192 290 0. 762 0. 737 0. 815 0. 835 0. 076
四因子模型 g 589. 719 290 0. 819 0. 757 0. 840 0. 857 0. 070
四因子模型 h 583. 260 290 0. 805 0. 760 0. 844 0. 861 0. 070
单因子模型 i 1247. 589 299 0. 599 0. 469 0. 510 0. 549 0. 123
注: a模型将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合并; b模型将商业关系与机会获取合并; c 模型将政治关系与机会获取合并; d 模型将机
会获取与创业导向合并; e模型将环境不确定性与机会获取合并; f模型将商业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合并; g模型将政治关系与环
境不确定性合并; h模型将环境不确定性与创业导向合并; i模型将所有变量合并为一个变量。
( 三) 相关分析
表 3 是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高管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与机会获
取、创业导向及环境不确定性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商业关系 政治关系 机会获取 创业导向 环境不确定性
商业关系 0. 776
政治关系 0. 265＊＊＊ 0. 853
机会获取 0. 402＊＊＊ 0. 322＊＊＊ 0. 818
创业导向 0. 286＊＊＊ 0. 185＊＊ 0. 544＊＊＊ 0. 714
环境不确定性 0. 363＊＊＊ 0. 171* 0. 372＊＊＊ 0. 291＊＊＊ 0. 795
平均值( M) 4. 058 3. 706 3. 927 3. 689 3. 823
标准差( SD) 0. 545 0. 734 0. 604 0. 579 0. 663
注: ＊＊＊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 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1; 对角线数值为各变量 AVE值的平方根。下同。
( 四) 假设检验
首先是主效应检验，即高管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运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假设，结果见表 4。
在模型 3 中，高管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对创业导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244，p ＜ 0. 001; β =
0. 137，p ＜ 0. 05) ，假设 H1 和 H2 得到支持。
首先是中介作用效应检验，即机会获取在高管关系和创业导向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在模型
4 中，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541，p ＜ 0. 001) ，当高管关系与机会获取同时放
入模型 5 中，高管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影响依旧显著
( β = 0. 510，p ＜ 0. 001) ，表明机会获取在高管商业关系及政治关系与创业导向间发挥完全中介作
用。为了进一步验证完全中介作用的显著性，采用 Bootstrap ( n = 5000 ) 对中介作用显著性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机会获取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在 95%的置信区间为 ［0. 335，0. 645］，不包含 0，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3 和 H4 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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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机会获取
Model1 Model2
创业导向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Model7 Model8 Model9
企业年龄 － 0. 019 0. 030 － 0. 133 + － 0. 137* － 0. 134 + － 0. 092 － 0. 108 － 0. 119 + － 0. 128 +
企业规模 0. 017 － 0. 006 0. 262＊＊ 0. 259＊＊＊ 0. 257＊＊＊ 0. 229＊＊ 0. 267＊＊＊ 0. 246＊＊＊ 0. 260＊＊＊
所属行业 － 0. 096 － 0. 047 － 0. 069 － 0. 11 － 0. 020 － 0. 026 － 0. 033 － 0. 010 － 0. 015
国有企业 － 0. 043 － 0. 038 － 0. 090 － 0. 062 － 0. 067 － 0. 116 － 0. 074 － 0. 079 － 0. 068
民营企业 － 0. 055 － 0. 047 － 0. 056 － 0. 017 － 0. 030 － 0. 075 － 0. 017 － 0. 039 － 0. 024
商业关系 0. 348＊＊＊ 0. 212＊＊ 0. 244＊＊＊ 0. 067 － 0. 156* 0. 032
政治关系 0. 245＊＊＊ 0. 215＊＊＊ 0. 137* 0. 012 0. 150* 0. 013
机会获取 0. 541＊＊＊ 0. 510＊＊＊ 0. 472＊＊＊ 0. 513＊＊＊
环境不确定性 0. 252＊＊＊ 0. 227＊＊ 0. 259＊＊＊ 0. 097 0. 094
商业关系*环境不确定性 － 0. 109 + － 0. 171* － 0. 075
政治关系*环境不确定性 － 0. 248＊＊＊ － 0. 119* 0. 036
R2 0. 222 0. 357 0. 151 0. 350 0. 354 0. 201 0. 195 0. 365 0. 360
Adjusted R2 0. 195 0. 325 0. 122 0. 331 0. 328 0. 169 0. 159 0. 336 0. 331
F-value 8. 219＊＊＊ 11. 054＊＊＊ 5. 150＊＊＊ 18. 215＊＊＊ 13. 762＊＊＊ 6. 311＊＊＊ 5. 364＊＊＊ 12. 760＊＊＊ 12. 479＊＊＊
R2 Change 0. 218 0. 087 0. 093 0. 291 0. 202 0. 026 0. 020 0. 163 0. 182
接着是调节作用检验即环境不确定性在高管关系与机会获取间是否具有调节效应。在构建交互
项时，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消除共线性。模型 1 表明高管商业关系与政治
关系对机会获取有正向影响( β = 0. 348，p ＜ 0. 001; β = 0. 245，p ＜ 0. 001) ，在模型 2 中加入环境
不确定性和交互项，结果表明高管商业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机会获取显现出弱负向影响
( β = － 0. 109，p ＜ 0. 100) ，高管政治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机会获取呈现出显著负向影
响( β = － 0. 248，p ＜ 0. 001) ，假设 H5，H6 得到支持。根据 Aiken 和 West 推荐的程序，分别以高
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描绘了不同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下高管政治关系、商业关系对机会获
取影响的差异，如图 2、图 3 所示。
最后检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首先采用温忠麟等 ( 2006 ) 推荐的方法检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在表 4 模型 6、模型 7 中，高管商业关系、政治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导向有负向的
影响( β = － 0. 171，p ＜ 0. 050; β = － 0. 119，p ＜ 0． 0. 050) ，当机会获取进入模型后，高管商业关
系、政治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影响
依旧显著( β = 0. 472，p ＜ 0. 001; β = 0. 513，p ＜ 0. 001) ，表明交互项完全通过机会获取为中介影
响创业导向。符合温忠麟等( 2006) 建议的检验标准，假设 H7 和 H8 得到了初步验证。
采用 Hayes( 2013) 推荐的有条件间接效应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导向的有中
介的调节效应。如表 5 所示，Bootstrap( n = 10000) 检验结果显示，在 95%的置信区间下，高管商业
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通过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值为 0. 131，置信区间为 ［0. 051，
0. 249］，不包括 0，在控制了机会获取的中介作用后，高管商业关系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创
业导向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β = 0. 035，SE = 0. 070，p = 0. 619) ，这表明机会获取在高管商业关系
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按照调节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析了不同
程度环境不确定与商业关系的交互项通过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进一
步支持了假设 H7。
高管政治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通过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值为 0. 108，置信区
间为 ［0. 057，0. 178］，不包括 0，在控制了机会获取的中介作用后，高管政治关系和环境不确定
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导向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β = 0. 011，SE = 0. 048，p = 0. 818) ，这表明机会获取
在高管政治关系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按照调节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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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析了不同程度环境不确定与政治关系的交互项通过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结果如
表 5 所示，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H8。
图 2 政治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交互作用图 图 3 商业关系与环境不确定性交互作用图
表 5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分组
路径系数
X1W － ＞ M X1W － ＞ Y M － ＞ Y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X1W － ＞ M － ＞ Y
W － SD 0. 099( n． s． ) 0. 213 ［0. 103，0. 379］
W －0. 272* － 0. 097 0. 451＊＊＊ 0. 035( n． s． ) 0. 131 ［0. 051，0. 249］
W + SD －0. 029( n． s． ) 0. 050 ［－ 0. 061，0. 195］
X2W － ＞ M X2W － ＞ Y M － ＞ Y X2W － ＞ M － ＞ Y
W － SD － 0. 013( n． s． ) 0. 213 ［0. 131，0. 324］
W －0. 322＊＊＊ － 0. 036 0. 489＊＊＊ 0. 011( n． s． ) 0. 108 ［0. 057，0. 178］
W + SD 0. 035( n． s． ) 0. 004 ［－ 0. 062，0. 073］
注: X1 表示商业关系; X2 表示政治关系; W表示环境不确定性; M表示机会获取; Y表示创业导向; Bootstrap = 10000; SD
表示调节变量标准差。
五、结论和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高层管理者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对创业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聚焦
在创业导向的前因剖析，响应了 Wales等( 2013) 提出的要对创业导向前因进行全面分析的号召［2］。
高阶理论认为企业经营是高管行为决策的反映［5］，管理者社会特性与组织层面的企业行为之间存
在潜在联系［6］，本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管理者行为特质对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将其扩充到了作为
企业重要资源的高管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结论支持了 Eshima和 Anderson( 2017) 提出的价值获取机理的创业导向形成模式，
证实了机会获取在高管关系与创业导向间的中介作用。机会获取机制能够解释创业导向的形成机
理，扩充了创业导向研究视角。而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机会价值的判断。本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
削弱高管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对机会获取的正向影响，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政治关系与机会获取间
关系的影响强于高管商业关系与机会获取间关系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高层管理者关系对机会获取的正向影响进而弱化了高层管
理者关系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顺应了 Miller( 2011) 提出的应该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分析创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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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号召。Wales等( 2011) 认为企业是处于一个高创业导向期和低创业导向期的循环，本研究
发现当环境不确定性低时，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创业行为。而当环境不确定性高时，验证了 Wales 等
( 2011) 所指出的当企业选择更加保守的创业导向可能更能从中获得收益时就会降低创业行为的发生。
( 二) 管理启示
首先，管理者关系有利于培育企业的创业导向，管理者关系能够促进资源和信息的分享，进而
有利于企业发现更多的机会。然而，管理者关系带来的更多的是资源而非潜在的收益，将资源和信
息转变为企业的收益，需要企业培养其自身的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其次，企业在实施创业
导向时，一定要注意组织的外部环境。企业的战略选择一定要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当管理者不能清
晰地判断机会的价值时，企业不能盲目地实施创业行为。再者，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商业伙伴和政府
官员搞好关系有利于信息传递和机会获取。基于商业关系而获得机会的稳定性更高一些。在党和政
府提倡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大背景下，企业管理者应当积极践行“亲”和“清”，增强与政府机构
的多沟通和交流，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
( 三)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由于时间和资源的有限性，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研究设计，因此对因果联系的证明可
靠性不强，未来可以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来做更可靠的验证。其次，本研究仅聚焦在环境不确定情境
下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通过机会获取对创业导向的作用机制，对可能存在的两种关系对创业导向的
不同影响机理有待在日后进一步完善。另外，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高管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可
能会存在差异，本研究将所有制形式作为控制变量，未深究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高管关系对企业
战略行为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对此做深入探讨。最后，本研究的研究重点是成立时间长于 42 个
月的企业的创业导向，新创企业的创业行为受到创业者关系的影响作用机理可能会有不同，后续研
究可以深入分析新创企业的创业导向的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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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s of Top Managerial Ties 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MA Li1，2，ZHAO Bei1
( 1． School of Manage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Xizang Minzu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s a strategic choice to capture value and achieve growt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opportunity capture between top managerial 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nd the mediated-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rial ties over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Based on a survey
from 210 established enterprises，this study finds that top managerial tie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pportunity capture has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rial 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rial ties with government and opportu-
nity capture． In addition，opportunity capture mediate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top managerial ties and environmental uncer-
tainty 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Key words: Top Managerial Ties; Opportunity Captur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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